
顺治时期浙江县志编修与地方秩序 ①

———以处州府松阳、遂昌、龙泉、宣平四县为例

徐　鹏

　　提　要：以顺治时期浙江处州府４部县志为例，经过文本释读，阐析乱世修志背后纷繁复杂的修志群体与
心态，并进一步讨论此期县志编修于地方秩序恢复的意义。文章旨在言明明清易代并未中断县志编修的传统，

现实的无序反而为参与其中的人员提供了某些逾规越矩的可能；修志亦让各类资源聚集一处，共同致力于战后

社会的恢复与重建，民心、风俗与生产也得益于此，进而逐渐形成对新的朝代和文化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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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区域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地方志尤其是大量县志已成为学者们建构和

解释历史过程的史料基础，不少学者敏锐地注意到文本背后的目的、动机、意图、观念及权力，

并将其置于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加以解读，探讨地方志编修的经过以及由此折射出来的地方社会变

迁与互动关系。① 毫无疑问，上述研究确令人耳目一新，对笔者亦颇多启发。然作为地方社会各

色人等利益博弈的场域，地方志编修本身就自带诸多可资探究的面向，加上区域史范围之广，广

东、江西和山西等地的境况自然不可等同于浙江，且浙江诸府又各有异趣。因而，本文撷取顺治

朝处州府的４部县志作为研究对象②，除却这一时期具有的特殊性外，４部志书在两年中由一人
所纂，后又散佚或流失海外，着实让人欲一探究竟。其间，是朝代更迭、政治失序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给地方社会的种种新行为提供了可能，还是历史的机缘巧合？为此，笔者意在通过对４
部志书的文本释读，以窥乱世中处州府的各级官绅们是如何看待和组织修志的，县志的编修又对

新王朝的认同与地方秩序的重建有何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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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浙江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一般项目 “海外浙江旧志存藏现况研究”（项目编号：１５ＮＤＪＣ２１４ＹＢ）、浙
江省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基地———专门史学研究成果之一。

详见 ［日］岸本美绪：《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１７世纪の中国秩序问题》，东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９９年版；
程美宝：《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历史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４期；陈蕴茜、曲兵：
《论清末民初士绅与江浙地方志的变化》，《江海学刊》２００４年第４期；谢宏维：《文本与权力：清至民国时
期江西万载地方志分析》，《史学月刊》２００８年第９期；［美］戴思哲：《谈明万历 〈新昌县志〉编纂者的

私人目的》，《中华谱牒研究》，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年；陈春声：《从 “倭乱”到 “海迁”：明末清

初的区域社会史解释》，《学术月刊》２０１０年第７期；冯玉荣：《明末清初社会变动与地方志的编纂———以
〈松江府志〉为例》，《中国地方志》２００８年第７期；李晓方：《县志编纂与地方社会：明清 〈瑞金县志〉研

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张继莹：《只恐遗珠负九渊：明清易代与 〈偏关志〉书写》，《明代研

究》第２７期，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曾伟：《明清易代之际的方志编纂与地方社会———以浑源州为例》，《中国地
方志》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顺治朝松阳、遂昌、龙泉、宣平四邑所修县志，现存３部。为叙述之便，文中所指４部实指松阳、龙泉、宣
平三志 （亦非全帙），加之 《遂昌县志》仅存的部分序跋。





一　顺治时期浙江县志编修概况
明清两代是浙江旧志编纂最为鼎盛的时期，各级各类志书不可计数，其间亦有因战乱、灾疫

或者国家政令的实施，而呈现一定的阶段性，如鼎革之际，兵燹频仍、社会动荡，浙江一域付梓

的县志就寥寥可数。应当指出的是，顺治三年 （１６４６），清军大举入浙后，连续击败鲁王、唐王
的势力，基本占据浙江，继而新朝便开始着手意识形态和地方秩序的重建。及时编修一部地方志

书无论从稳固政权或是稳定社会而言无疑都是一剂良方，其自身具有的多重功能，也使这些新朝

统治者对基层志书寄予了前所未有的期许与想象。

事实上，对上述现象的关注，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即有学者指出，浙江各地 “特别是顺

治八年至十三年的五六年内，编出的县志有十三种之多。此期志书的编纂，在地区分布上有

着明显的特征，即受战争影响十分大。……由于温州、台州战争连绵不绝，宁波亦常受到张

煌言军的攻击，故志书编纂均在内地。……以杭州、处州编纂的志书为多”①。这一说法大体

不错，但细究之下，则并不尽然。其一，顺治八年至十三年 （１６５１—１６５６）间，浙江编出县
志有据可查的，应是９种 （详见表１），而非１３种；其二，据 《浙江方志考》，顺治时期县志

编纂最多的是处州府，为４种，其次是金华府３种，衢州府２种，而杭州府的县志仅 《海宁

县志略》１种，且未成书；其三，此期志书的编纂，虽在地区分布上受到海上抗清势力的影
响，却也应注意到除台州外其他各府亦纂修过至少１种县志的事实。除此之外，在当时的形
势下，浙江还修出了４部府志。② 尽管这些志书无一不着上乱世的痕迹，如卷帙少、错漏多、
散佚早，甚至是未刊行或修了一半，然于战乱中成志已属不易，更何况处州府四邑共付剞劂，

殊为难得。

表１　顺治时期浙江各府所纂县志一览

序号 志名 所属府 卷数 纂修时间 存藏现况

１ 《武义县志》 金华府 １０卷 顺治三年修 未见传本

２ 《长兴县志》 湖州府 １０卷
顺治六年

（１６４９）修
上海图书馆藏

３ 《平阳县志》 温州府 ８卷 顺治八年修 今人朱翧藏

４ 《开化县志》 衢州府 １０卷 顺治九年修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５ 《金华县志》 金华府 １０卷
顺治十一年修，十

二年刊
日本内阁文库藏

６ 《武义县志》 金华府 １０卷 顺治十一年修 未见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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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魏桥、王志邦等：《浙江方志源流》，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４４—１４５页。
分别是 《嘉兴郡记》（顺治六年）、《湖州府志前编》（顺治六年）、《严州府志补遗》（顺治六年）以及 《处

州府志》（顺治七年 〈１６５０〉）。



（续表）

序号 志名 所属府 卷数 纂修时间 存藏现况

７ 《松阳县志》 处州府 １０卷 顺治十一年修
南京图书馆藏，日本内

阁文库有原刊本

８ 《遂昌县志》 处州府 １０卷 顺治十一年修 未见传本

９ 《龙泉县志》 处州府 １０卷 顺治十二年修
北京大学图书馆 （残

本）、日本内阁文库藏

１０ 《宣平县志》 处州府 １０卷 顺治十二年修
日本内阁文库、 （日

本）天理图书馆藏

１１ 《海宁县志略》 杭州府 ／ 顺治十三年修 未成书

１２ 《新修淳安县志》 严州府 ６卷 顺治十五年修
上海图书馆、中国国家

图书馆 （缺卷４）藏

１３ 《重修奉化县志》 宁波府
１６卷
首１卷

顺治十六年修，十

八年刊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１４ 《常山县志》 衢州府 １５卷 顺治十七年修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１５ 《桐乡邑乘》 嘉兴府 ／ ／ 未刊已佚

１６ 《诸暨县志》 绍兴府 ／ ／ 稿成未刊，已佚

二　组织与编纂：处州府４部县志
处州府下辖十邑，相当于今丽水市，位于浙江西南部，境内山脉众多、水源丰沛，因地处内

陆，旧时交通多有不便。松阳、遂昌、龙泉、宣平在地域上次第相连，除龙泉地属西南外，其余

三县均处于处州西北部。

明末清初，处州曾三修府志，一是崇祯八年 （１６３５）知府朱葵主持纂修的 《处州府志》，１８
卷，现有存本；二是顺治初年，“推官张元枢续修，始崇祯八年，止顺治七年，附于旧志之

后”①，未见传本；三是康熙二十九年 （１６９０）知府刘廷玑主持纂修的 《处州府志》，１２卷，有
传钞本。其中康熙志恰逢盛世应诏而纂，前两部则都在衰离乱世中编就。一般而言，古代县志多

源于省志、府志层层檄修的需要。按此，这股集中在顺治十一年 （１６５４）至十二年间的县志编
修风潮，当不属于府志编纂之需。然细稽群籍可知，在顺治七年，王崇铭任处州府知府后，曾有

意再度续修府志。据 《前邑令卧齐赵公遂昌县志旧序》载：“是志乃有成也，实系郡伯心盘王公

以异才刺括苍，饬蛊厘新、百废具举，于万冗中首重志典，既偕前司李紫垣张公续修郡乘矣，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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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卫、嵇曾筠等修，沈翼机、傅王露等纂：雍正 《浙江通志》卷２５３，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标点本，第１３
册，第７０５３页。



檄十邑共举坠绪。”① 可见，４部县志确应府志而修。
顺治十年 （１６５３），“莅括三载”的知府王崇铭命十邑诸令开修县志，松阳知县佟庆年 “首

慨然倡行之，礼贤选能，鸠工庀材”②，延请胡世定主纂其事。其后，遂昌、龙泉、宣平志局继

启，全由胡氏一力承当。４部县志除遂昌已佚外，其余３部均被较好保存了下来，分藏于国内外
各大图书馆或文库，为本文提供了相对完整的研究文本。

顺治 《松阳县志》：佟庆年修，胡世定纂。笔者所见 “中国地方志集成”本据南京图书馆藏

刻本影印，缺王序、佟序，文字日久漫漶。顺治十一年修，“凡八阅月始竣工”，为松阳现存最

早县志。志前有序、凡例、修志姓氏、目录，分舆地、经制、食货、秩官、选举、人物、堙祀、

艺文、兵戎、杂志１０纲，下设５３目。《松阳县志》最早见于元代，明代曾两度修志，俱佚，因
此顺治志在体例门类上有无创新，已无可考，然从现有纲目来看，应是基本承袭了明代志书的既

定框架和记事范畴。

顺治 《遂昌县志》：徐治国修，胡世定纂。《浙江方志考》误记为吴世定纂。未见刊本，雍

正 《浙江通志》卷２５３有著录。顺治十一年修，“八阅月而始成”。《遂昌县志》最早见于明代，
凡四修，俱佚，仅康熙 《遂昌县志》存隆庆志序二，崇祯志序二，顺治志一序四。

顺治 《龙泉县志》：徐可先修，胡世定纂。《浙江方志考》误记为胡世定、傅梦吁纂，后诸

家方志目录多因袭沿用之，然傅梦吁乃浙江按察使司副使、兼布政使司参议、分守温处道，实不

可能任主纂一职。是志顺治十二年 （１６５５）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残本③，日本内阁文库本
相对完整，但内文有缺页，志前仅存一序及凡例、目录、修志姓氏 （部分），分舆地、建置、官

师、食货、选举、人物、艺文、堙祀、兵戎、杂志１０纲，下设９１目。《龙泉县志》最早见于南
宋，明代凡三修，俱佚，顺治志是龙泉现存最早县志。

顺治 《宣平县志》：侯杲修，胡世定纂。顺治十二年修，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误记为

顺治十三年 （１６５６）修。是志流失日本，国内仅缩微胶卷和中国数字方志库可查阅。志前有
序、目录、修志姓氏，缺凡例，部分文字漫漶难辨，分舆地、建置、官师、食货、选举、人

物、艺文、堙祀、兵戎、杂事志１０纲，下设６８目。《宣平县志》最早见于明代，凡三修，存
嘉靖志。

揆度以上记述，４部县志在编修时间、体例内容、存藏现况、历史价值等方面，都呈现出
极为相似的一面，其中尤为注目的是纂修一职。爬梳两地史料，常州府的各级志书中并无胡

世定的相关记载，处州府也仅４部县志的序言及散落志中的几首诗词，透出少许信息：胡世
定，江苏荆溪 （今宜兴）人，号荆溪，又号秋水伊人、荆溪伊人。据现有资料推测，胡氏在

功名上可能并无多获，为生计奔波于江浙，以修志为业。当然，亦有另一种可能，即鼎革之

际，人才凋敝，顺势而为的胡世定被新政权招入幕下，成为新朝南方大员们开疆拓土的左膀

右臂。无论如何，这种高度集中的修志模式，为４部县志的如期梓行提供切实保障，则是殆
无疑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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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康熙 《遂昌县志》卷首 《旧序》，“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６８册，
第１９页。
民国 《松阳县志》卷首 《旧序》，“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６７册，第１６５页。
《浙江方志考》载顺治 《龙泉县志》： “顺治十二年修，刊本，四册，日本国会图书馆支部内阁文库收藏。

上图有胶卷复制顺治十二年刻本。”即该志国内已佚，只有海外孤本。然笔者在２０１３年出版的 《北京大学

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中发现亦有顺治十二年刊本，将之与日本内阁文库本比对后，发现北大本残缺较

严重，少部分可与日本内阁文库本互补。



三　合作与博弈：志局中的百态众生
古代官修志书的编纂需要多方协作和各级配合，涉及地方与中央、个人与群体的互动乃至博

弈。明清时期的县志多在志前置修志姓氏，详细罗列上至知府、知县，下至督工、梓人的姓名。

这份名单和县志序跋为我们透视修志人员的构成及心态提供了最直接的史料。

表２　顺治时期松阳、龙泉、宣平三县县志编修人员名单①

志书 人数 任职 身份 姓名 籍贯

《松阳县志》 ２３

督修

守温处道布政司参议 傅梦吁 关东

处州府知府 王崇铭 阳城

处州府同知 刘进礼 锦州

处州府通判 彭应震 灵宝

处州府推官 赵霖吉 睢州

主修 松阳县知县 佟庆年 辽东

协修
儒学署教谕事举人 凌元鼎 会稽

儒学署教谕事训导 孟称舜 会稽

纂修 ／ 胡世定 荆溪

校修

儒学生员 丁涵等９人 不详

督工吏 周一德等３人 不详

梓人 胡大英、王兆 不详

《龙泉县志》

（缺页）
３１

主修 龙泉县知县 徐可先 武进

协修
教谕举人 施春锦 开化

训导贡生 李文征 长兴

纂修 ／ 胡世定 荆溪

校修

／ 熊开世等２１人 不详

督梓吏书 叶弘俊等５人 不详

梓人 朱□□ 不详

《宣平县志》 ４０
督修

分守温处道副使兼右参议 傅梦吁 关东

处州府知府 王崇铭 阳城

处州府同知 刘进礼 锦州

处州府通判 彭应震 灵宝

处州府推官 赵霖吉 睢州

主修 宣平县知县 侯杲 无锡

７５顺治时期浙江县志编修与地方秩序

① 因顺治 《遂昌县志》已佚，修志姓氏后志无存留。



（续表）

志书 人数 任职 身份 姓名 籍贯

《宣平县志》 ４０

纂修 ／ 胡世定 荆溪

校修

／ 郑有哲等１９人 不详

监理善士 郑如春等６人 不详

监梓吏书 郑廷桢等８人 不详

由表２不难发现，３部县志的编修都有着明确的分工，从督修的上级官员、主修 （协修）的

地方官员到纂修的邑外文人、校修的儒学生员以及吏书善士、督工梓人等。首先，以官员来看，

一类来自帝国的龙兴之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从那里出来的官员，对清王朝更有认同感，也

更容易被清朝统治者委以重任，派往各地担任地方军政首脑。”① 他们是县志的主导。另一类源

于北方或江南地区，多为归化或是在顺治朝考取功名的士人，是县志的主体。其次，就主纂而

言，其于一部志书的发凡起例、考设篇章、斟酌总核等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多由地方上的

宿儒耆绅担任。但事实上，延请邑外有经验人士修志的做法亦不在少数，清代尤为盛行，乾嘉时

期还出现过许多为他邑修出名志的方志学家，如章学诚、戴震、洪亮吉等。不可否认，清初的这

种情况并非是出于志乘品质或攀附名流的考量，一支可控且与地方势力毫无纠葛的 “他者”之

笔，会让新朝的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在县志中得以确立。最后一部分是社会层次较低的地方士

绅，究其原因，一方面与县志编修期间当地的科举仕宦状况有关，新朝初定又地处 “东浙最僻

境”，四县科名不振自在情理之中；另一方面，儒学生员也确是被组织参与县志的参核、校审，

以表明 “郡邑之公论出学校”。

不难看出，细密的安排与高度的集中，处处体现出中央政府欲加强对地方社会控制的意图，

然而有意思的是，在国家权利尚未深入的情况下，修志人员对于县志编修的反应和态度微妙而隐

晦，折射出各自不同的诉求与目的。

１督修：首重志典，共举坠绪。遍览四志，督修官员虽不在少数，但真正行其之实的是知
府王崇铭。据乾隆 《阳城县志》载： “王崇铭，明时举人，国朝知永年县，提户部主事，历郎

中，出知处州府。”② 前朝举人和新朝仕宦的多重经历使王氏深谙修志之要义。为此，王崇铭力

克时艰、苦心孤诣，不仅为四志亲撰志序，而且将主纂事宜交由一人统摄，试图通过 “首重志

典”，重整地方尤其是士绅阶层在价值取向和利益抉择上的混乱与失序。

诚然，要在 “山寇未靖，兼有水患，田芜不治，十邑皆然”③ 的困境中，通过志书的编修

将国家权力与意志渗透到地方绝非易事。顺治十一年，王崇铭在 《松阳志序》中如是记录了倡

修县志的缘由：

有一书而为千秋之衮钺，数言而关百代之兴衰者，郡邑之志乘是也。自春秋之义隐，南

董之笔绝，尊月旦者成一家言，务标榜者为一时尚，乌足以定信芳而甄莸秽哉？况人心与时

升降，世俗与道变迁，又不可以意臧否上下古今也。余莅括三载，幸无过举，获与十邑诸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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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曾伟：《明清易代之际的方志编纂与地方社会———以浑源州为例》，《中国地方志》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杨善庆修，田懋纂：乾隆 《阳城县志》卷９，乾隆二十年 （１７５５）刻本，中国数字方志库。
曹抡彬：《雍正旧志序》，光绪 《处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６３册，第４页。



共事。兹土靖烽壑而崇文岫，一时治化文风，咸率然丕变。爰取十邑书而考核之，可以兴，

可以观，一时口碑，千秋人镜，借以鼓励人心，兴起教化者，端有是赖而乌可以旦夕缓？因

进诸令而亟商之。①

缕析上文可以看出，由于郡邑志乘有关千秋百代的衮钺兴衰，所以随着世易时移和人

心世俗的变迁，是非曲直需要在新的评判体系中定义与甄别。同时，邑乘的编纂可以 “鼓

励人心，兴起教化”，是新朝定鼎后不可旦夕缓之要事。概言之，作为清修的第一批县志，

知府王崇铭希望在 “靖烽壑”后，借由志书的纂修招徕贤士、归化人心，重新建构地方价

值观念与道德评判体系，进而迅速恢复地方社会各方面秩序。遗憾的是，顺治十三年，王

崇铭 “以抚寇功晋福建运使”，这股修志热潮也就随着他的离任，悄然冷却。可见，清初政

府层面的修志执行力度仍十分有限，仅靠地方官员个人意志的推进并未形成持续有效的修

志传统。

２主修：承郡侯命，慨然其事。明清时期县志主修一般由知县担任，他们负责整个志局的
运转，包括经费的募集与筹措，人员的选拨与配备以及志稿的监控与把关，等等。所以，厘清４
位主修的身份经历与修志动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表３　顺治时期处州府四县县志主修情况一览

县名 县令 籍贯 功名 宦绩

松阳县 佟庆年 辽东 戊子贡士

于新朝为国戚，为元勋。幼有才胆，拓矢能作霹

雳声，兼干略练达，族望群推之，故以少年荷简

选来松。下车，正值山寇窃发，倚险肆劫。公开

诚招抚……群党解散，全邑获宁②

遂昌县 徐治国 辽阳 戊子恩贡
武毅果敢。山寇不靖，闻警即奋勇扑剿，贼不敢

近境。桑土绸缪，民得安堵③

龙泉县 徐可先 武进 丁亥进士
下车设义勇，膳防兵，严保甲，民始复业。尤加

意拊循，革宿弊，戢嚣卒，与之休息④

宣平县 侯杲 无锡 己丑进士
令宣，律己以清，御下以严，捐赎银，除火耗，

清山寇，戢强民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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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民国 《松阳县志》卷首 《旧序》，“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６７册，第１６５页。
顺治 《松阳县志》卷４《名宦》，“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６７册，第６４页。
光绪 《遂昌县志》卷６《职官》，“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６８册，第４３０页。
徐可先修，胡世定纂：顺治 《龙泉县志》卷３，日本内阁文库影印本。
侯杲修，胡世定纂：顺治 《宣平县志》卷首，日本内阁文库本，中国数字方志库。



按表３所列情况来看，某些看似不经意的巧合或许进一步促成了这次特殊的县志编修。如佟
庆年与徐治国均源于关外，同年贡士，又同在一府分治松、遂两邑，皆为新朝倚重之士，平定天

下之材。巧得是，徐可先、侯杲二令也有同乡之谊，两人不仅出于常州望族，同为新朝进士，且

在龙、宣施两邑的理政时间、方略亦颇相近。在中国传统的士人关系网络中，这种基于同乡、同

年、同僚的情谊自是毋庸赘言。

所不同的是，四邑令虽承郡侯之命编修县志，但由于境况各异，其对新朝修志的认识亦殊。

松阳县令佟庆年 “慨然欲奋其事”的原因在于：“自明之隆庆刊后，八十余载未有修复，板帙残

缺已成故纸。今天子购书，首先是问。各台莅任，必索以偕宪纲俱进。每进时，持檄呼耰，寂无

以应。民间之素称藏书者，兵余亦不能复得。”① 因此，作为清廷贵戚、开国勋臣的佟庆年迅速

意识到修志之于平寇抚民的意义。尽管其学衔、官位均不及知府王崇铭，但显赫的身份与功勋极

有可能使之在倡修县志和主纂的安排上，起到关键性作用。

然相较于他邑的 “烽鼓稍宁”，遂昌县令徐治国则没那么幸运。 “明之末，靛寇即已滋

种，延及于今，已十余载，日夕靡宁。余莅兹土凡三期，介马而驰，躬阅险阻以与周旋橐閚，

不啻数十次。无奈山川之崇沓与门户之杂处，兵至贼，兵归贼来，一剿一□，实逼他邑，
天实为之，谓之何哉？”② 据史料记载，大约从崇祯年间开始，浙南山区因为一批由闽汀移

民组成的靛农起事而变得颇不安宁，明朝政府曾出兵镇压却收效甚微，迨至清初，仍未得到

有效遏制。而不谙山战的徐治国，为此意伤神怆、分身乏术，在修志上只能紧随佟后，亦步

亦趋。

徐可先和侯杲都是典型的江南士人，对于如何经营其先赋与自致的关系网络十分稔熟。加

之二人分别在龙泉、宣平理政有六七年之久，两地 “民俗丕变”，社会治安 “渐次底定，虽深

山巨薮，弄兵狐啸者，固所时有，亦迄不能为大患”③；宣平更因知县侯杲的请撤防兵，独

“无兵扰之苦”。因此，较之于松、遂两志，龙、宣二志的两位主修不仅亲裁凡例，详记其任内

的营建兴创、声名文教、诗赋文章，而且上邀官员作序题跋，下请儒生参核审校，共享县志书

写的文化权力。④ 在此过程中，儒家士大夫立德、立功、立言以传不朽的人生理想也得以完美

实现。

３纂修：志局继启，二载始竣。前文已述及主纂，知其大略。很巧，胡世定也来自常州府，
如果说顺治十一年编就的松、遂二志，是因两邑令对儒家文化的不自信与掌控之便而不得不延请

一位熟知修志流程的邑外人士担其重任的话，那么紧随其后的龙、宣二志，则是两邑令念及同

乡、顾及同僚的结果。也因如此，一个名不见经传却懂得审时度势的他邑文人，于离乱中凭借经

验偶成了４部县志。
当然，要在短时间内修出四志，洵非易事，况乎每位知县对志书又有着不同的私心与要求，

因此 “两载间，余以小舆奔命往返者，凡四五，今秋始告厥成”⑤。然胡世定亦无愧为一名专业

的修志者，其在宣平志序中详述了４部县志的编纂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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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佟庆年：《顺治佟序》，民国 《松阳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６７册，第１６６页。
徐治国：《邑令辅圣徐公修遂昌县志旧序》，康熙 《遂昌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６８
册，第１７页。
徐可先：《原序》，光绪 《龙泉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６７册，第６６３页。
笔者认为，在顺治时期处州府的４部县志编修中，为了确保志书的国家意志和主流意识的正确性，地方士
绅并无实质上的书写权力，不过是新朝交好和笼络的手段而已。

胡世定：《增修遂昌县志旧序》，康熙 《遂昌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６８册，第１８页。



余不敏，承志役凡三，于宣且四矣。松志自隆庆以迄于今，板败无存，搜取只得二三

事已而，修之为时颇多而颇艰。遂幸存板，乃简其目为七，又以天时、地利、人和分其修，

贯天时有几何而以什之一与什之三与七者，侔也。龙志为稍正，但于所当载与不当载亦有遗

漏与浮溢。三邑之殚精瘁神者，松为最，遂次之，龙又次之，今宣之局又一变。宣志于修甚

近，丙子迄今仅二十期耳，而事则多未备。①

这番自谦又恰如其分的圆融之辞，不只道出了四志缵修的先后与难易，且透露出此次修志并非全

因志板无存，而是易代后，拿旧志献新朝，实为不当。

明清时期，入载县志对所有官绅都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地方官员在志中 “自述其绩”

已成惯例，清醒如胡世定者，既主纂四志，便隐列自己所写山水、咏物诗于舆地志山川、古迹条

目下，其目的自然是消解邑人对其僭越入志的指责。

４协修与校修。县志的协修一般由地方学官担任，他们因承担着移风易俗和兴学教化之职
继而成为志局的当然成员。县学的教谕与训导多为举人、贡生出身的饱学之士，如松阳训导孟称

舜即为当时著名的戏曲作家和理论家。尽管他们有着组织儒学生员参与修志之便，又是县志记事

出于公论的表征，但正因为这种敏感的身份加之孤傲的品性②，决定了其在清初县志编修中的实

际作用和影响受到限制。

相对于主修、主纂等掌握县志实际话语权的 “他者”，儒学生员是真正的地方人士，他们

比谁都清楚新旧交替给地方社会带来的隐痛。然而异族王朝初定，这个由官、兵、民、盗交织

成的共生体，处处充斥着猜忌与不安。 “士人群体对于地方社会的治理和秩序建构意义重大，

他们可能是一场冲突的制造者，也可能是另一场冲突的调节者。”③ 因此，这股精英势力是新

朝统治者既想拉拢又有所忌惮的对象，给予其校修一职，实则亦是彼此互相试探和利用的一种

方式。

四　变乱与重建：县志编修于地方秩序恢复的意义
明清嬗代之际，处州府虽较之浙北与沿海地区稍显安稳，但政权更迭、盗贼蜂起、灾害频

仍、物价飞涨以及随之而来的瘟疫饥馑，使得社会同样处于无序的状态。而这种从明末开始即弥

漫于当地的恐慌情绪，使得官员们不仅要致力于社会整体秩序的维护，更需要取得地方士绅与百

姓对新朝安邦治国平天下的认同，如何在变乱中重建家国意识，重整地方秩序，就成了当务之

急。顺治十年 （１６５３），四县境内除遂昌外 “兵戈暂靖”，影响社会秩序的更多是地方内部的治

乱问题。编修县志作为地方上受人关注的文化大事，对转移矛盾、凝聚民心，无疑是一个不错的

选择。④ 检阅４部县志可以发现，围绕着新帝国的建立，书写的权利被高度集中在可被信任的人
手中，以保证地方与中央的一致，统一思想，重塑秩序。那么，县志的编修究竟在哪些方面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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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胡世定：《序》，顺治 《宣平县志》卷首，日本内阁文库本，中国数字方志库。

顺治 《松阳县志》在名宦中载孟称舜 “品方正孤介，不肯与俗伍，不肯以私阿，力以励风俗、兴教化为己

任”，且孟氏在年轻时曾参加过复社。

冯玉荣：《明末清初松江士人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５页。
魏斐德在 《洪业———清朝开国史》一书中论及１６９７年开博学鸿儒科考试，邀请中试者参加 《明史》的编

纂，乃使所有明朝忠臣和降清汉官员们在维护儒家统治的事业中形成了共同的利害关系。事实上，清初县

志的编修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地秩序的恢复起到作用呢？

其一，有助于赢取民心，上抚士绅，下安百姓。

明清时期，待县志启动后，邑令往往要 “爰迓贤轨，集绅士，登父老而榷诹之”①，旨在交

好士绅耆老，以便在经费、人力和舆论上获得他们的支持与肯定，但清初地方官员的这一举动或

许蕴含了更多的深意。在动乱时期，地方士绅出来维护一方安全的现象并非个别，如明末山西于

成龙筑堡 “千家保聚”，而 “括郡群山叠峙，界于闽越，土著与异籍错杂。兵防其最急者，昔惟

郡置协、各邑屯一二十戍卒而已。是以烽烟数起，控制维艰”②。如此情况下，“无论是农民军

还是清军，与这些地方士绅的关系是合作还是敌对就变得十分重要了”③。知县借助修志，在长

达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与众分勤，亦与众分荣”，使绅士父老对 “明”与 “清”的界限模

糊在了重塑乡梓秩序与文化的焦虑和关怀上。

此外，在修志、读志的过程中，新朝官员们也能进一步了解地情、民情， “上布皇仁，

下达民隐”。如鼎革初期，清军粮饷仰赖地方的补给，顺治 《龙泉县志》载 “邑有秋米，旧

以溪谷险阻征解折色，年来兵兴需饷，抚征本色，民堪苦之，侯力申复旧折”④。县令徐可先

体恤百姓的做法不仅赢得了民心也解决了军粮问题。类似记录在其余县志中亦有不少，休养

生息、轻徭薄赋的传统理想不断被提及、演绎和流传，显示出新朝迅速恢复地方秩序的能力

与信心。

其二，有助于移风易俗，上兴文教，下革宿弊。

明清的鼎革易代，造成了士大夫们普遍认为风俗是社会治乱的根本原因，直接关系到国

家、天下的命运，所谓 “正风辨俗，古为治乱大要也”⑤。其时，四县 “儒术稍衰”“俗尚 鬼

巫”，停丧、溺女、锢婢三大宿弊一直为人诟病，政府定律禁止，收效甚微。而经由县志的编

修，把硬性的律令化为柔性的训诫、乡约、箴言，用更为通俗易懂的语言刻于亭石、祠堂，所

及甚广。

“政有似缓而实不容不急者，今日之学校与声名文教也。”⑥ 实际上，县志编修本身即是兴

文教的表现，其过程中无论是教谕、训导、儒学生员的参与，还是对书院、义塾、社学的记录与

书写，都从更深层面反映出士绅阶层对社会变迁的看法及其自身心态的变化，亦是政府重视文教

的有力佐证。还需注意的一点是，凡例中对人物入志的严格规定，“评 各类俱有衰弃，独人物

之品目，一遵 《府志》，不敢别立品汇。几有增入者，悉准□舆论采之，公评宁以严而见憎，断
不滥而取诮”⑦，“至新增者，俱月旦公确，始收入册，不敢阿徇”⑧。这种审慎定义的是新道德

评判体系下的典范，如针对明末清初盛行于各地的烈女殉节，新朝的统治者显然更愿意看到的是

仰事俯育、孝慈兼至的寡妇，而非弃一家老小于不顾的烈妇。因此我们发现，在才女文化并不兴

盛的处州府，４部县志并未沿用传统的 “列女”彰显一地的女教，而是设 “闺操”宣扬更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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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治国：《邑令辅圣徐公修遂昌县志旧序》，康熙 《遂昌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６８
册，第１７页。
曹抡彬：《雍正旧志序》，光绪 《处州府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６３册，第４页。
赵世瑜：《社会动荡与地方士绅———以明末清初的山西阳城陈氏为例》，《清史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徐可先修，胡世定纂：顺治 《龙泉县志》卷３，日本内阁文库影印本。
顺治 《松阳县志》卷１《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６７册，第２３页。
佟庆年：《顺治佟序》，民国 《松阳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６７册，第１６６页。
侯杲修，胡世定纂：顺治 《宣平县志》卷首 《凡例》，日本内阁文库本，中国数字方志库。

徐可先修，胡世定纂：顺治 《龙泉县志》卷１，日本内阁文库影印本。



利于秩序重建的女性美德。

其三，有助于恢复生产，上进赋贡，下复营建。

“邑自程煌之乱，屡罹兵燹，人民遁徙，所见败郭颓山，炊烟数缕而已。”① 战后的颓败与

萧瑟是留给地方官员最大的难题，只有招徕人丁，新垦田亩，才能重兴农事，万象更新。而四邑

修志，即在于昭告离人可以返乡，重整家园。美国史学家魏斐德认为，清初的改革，特别是赋税

制度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是使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快地摆脱１７世纪全球性经济危机的
重要原因之一。② 这一研判在４部县志的编修中亦可见斑豹，如食货志详记当地的户口、土田、
物产、矿冶以及税粮、额征等以备查征，顺治 《宣平县志》还收录了 《新颁赋役全书》，将新朝

赋税改革的细则告知于民；又如 《风俗志》附以 《田家五行》的 “占候杂占之大略，于分野气

候之后，任斯责者或有取焉。则凡所以备旱潦，御凶荒，捍寇盗，趋吉而避凶者，无一之不至

焉”③。明清志书中的风俗一门除了一般性的衣食住行、岁时礼节外，常记有气候、风信、潮汐、

占验等项，因为这些内容关乎农业社会的人伦生息、生产作业以及政事运作④，有助于战后百姓

趋利避害，更好的恢复生产生活。《建置志》是对县域内公共空间和设施存毁情况最全面和权

威的记录资料，它们的盛衰兴废昭示了一地的繁荣与败落，也喻示着一地的风尚与文化。在频

繁的战乱一次次动摇地方秩序后，县志的编修会给这些亭塔祠庙、桥路塘堰带来重生的机会。

为了将自己的善举载入志书，明清时期的江南官绅们或捐俸或募资或倡导，直至完成上述工程

的修缮或重建。

结　论
明清易代，社会动荡，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常显得并不强大而有效，因此顺治一朝，浙江地区

编修的县志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看，和清代其他时期都无法相比。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才

让我们得以看见，一人二载纂四志的非常景象及其背后纷繁复杂的修志群体与心态。这并非历史

的偶然，而是时代的必然。

进一步说，以处州府４部县志为个案的研究也表明，乱世中的编修县志并非如我们原先所想
的那般逼仄和窘迫，现实的无序反而为编修人员逾规越矩的新行为提供了某些可能，他们借由各

自的身份，或迎合圣意，或彰显功绩，或青史留名，或经营关系，在重构国家认同和重塑地方秩

序的宏大叙事下，积累和攫取了个人的政治与文化资本。不仅如此，变乱时期的县志编修亦使地

方上的各类人士和资源聚集在一起，共同致力于战后社会的重建，民心、风俗与生产也因得益于

此，进而逐渐形成对新的民族、王朝和文化的认同。

（作者单位：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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